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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业史学会                      2019 年 5 月 7 日 

 

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商文化研讨会” 

 

以商贸富国为核心的中国商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强大力量。研究古

今中国商人在商贸实践中积淀起来的商文化真谛，把准商人在社会历史演变中

的角色，全面认识商贸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的推动力，对于发展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和指导意义。

为此，中国商业史学会为了担当好国家一级学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

设和发展中国商文化的使命，发挥学会拥有研究商业文化的智库优势，于 2019

年 4月 16日，在洛阳召开“中国商文化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对外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

学、首都经贸大学、福州大学、南京大学、山西财经大学、扬州大学、国声智

库、秦商联合会等单位的 122位专家学者，用历史和现代相贯通的视角，研讨

交流中国商文化的特点及其蕴含的富国思想、产业政策和人文精神，尤其是对

优秀传统商文化如何进课堂进行了大胆的思考。 



 

本次研讨会得到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高度重视和

支持，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古今中国商文化”的精彩演讲。400余年历史的制

衣世家老字号企业----北京隆庆祥服饰有限公司大力支持并承办了这次会议。

为了给专家学者提供更多的交流机会，研讨会按专题分总会场和分会场举行，

总会场由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主持，两个分

会场分别由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祝合良和中国商业

史学会副会长、中商商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姚力鸣主持。学者们畅所欲言，各

抒己见，成果丰硕。 

 1.中国商文化的儒家和法家思想 

 

原商务部副部长张志刚 



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商业联合会会长张志刚在“古今中国商文化”的学

术演讲中，首先讲述习近平主席在给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贺信内容：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

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可以作为

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

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所以说历史是人类最好的老师。”强调研究

历史的重要意义。他高度评价《史记》中“货殖列传”商文化璀璨夺目篇章，

还赞扬了中国商业史学会创始人吴慧老会长主编的《中国商业通史》对中国商

业史学科建设的历史性贡献。 

他重点阐述了历史上诸子百家中，对商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家和法家的

见解。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子贡、孟子、荀子等。孔子重视商业，支持商

业自然发展，主张“仁者爱人”、“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见利思义”。法

家的主张总体是重农抑商，以法治国。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是管仲、李悝、商

鞅、韩非等。制止农民弃农经商，确保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动摇，实现重农是法

家的共同目标。但对抑商的具体主张各不相同，在抑商不轻商、抑官商还是抑

私商方面主张各异。主张经济放任政策的儒家和主张经济干预政策的法家，在

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围绕产业发展政策一直充满激烈的竞争。但是，继承

与创新的文化根脉始终薪火相传，绵延不断。 

同时，分析了十八世纪工业革命前后的中国商业发展状况。并阐述了新中国

成立后，中国商业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的中国商业

发展成就。张志刚老部长特别强调在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指引下，中国商业

在取得实践进步的同时，也实现了理论认识上的腾飞与升华。 

2.中国古代商业思想 

中国商业史学会盐业史专业委员会主任、扬州大学黄俶成教授对学术界提出

的中国古代“重农抑商”论断发表了独家之言。他说：多数教科书都说中国古代

重农抑商，我认为此说不符合历史实际。毛泽东评点廿四史时说：为什么商朝称

为商朝？因为那时商品经济已很发达。正因为商朝重视商业，所以成为公元前三

千纪的东方大国，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延续数百年的大朝代。周代部族也靠商业而



起，发展到与商抗衡，并取商而代之。周文王《告四方游旅》：“津济道宿，所至

如归。作母以行其子.”可见，周代就是以商起家，为商人提供方便。历史上铸

造大面值的货币（母）以方便商人，这比后来法家的“子母相权论”早了 500年，

比西欧的相关货币理论早了 2900 年。荀子似乎是抑商的代表，但他提“省工商

之数”的同时又倡“减工商之负”。司马迁的自由放任说启迪了亚当斯密创造古

典经济学，进而启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刘晏的宏观调控论拯救了二十世纪初西

方世界经济大危机，他在洛阳建的常平仓，被华莱士用进农业法。欧阳修理财三

术之一就是“权商贾”，即摆正政府与商人的关系。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兰日旭教授就“秦汉抑商行为及其

影响”发表了自己的观点：秦汉“抑商”行为，体现在两个方面：民间“去大

工商化”，以及身份上的贬低。民间“去大工商化”的具体表现为，限制、打

击大富商；发展官营。身份上的贬低表现在两方面：商人不得衣丝乘车；商人

入市籍，不得为官。“抑商”行为构成了中国古代“官道”式社会发展路径，强

化了以官营经济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国家经济模式牢固，这与中国科技现象有

重要的关联性，也引发了“李约瑟之谜”。 

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南京大学教授杨德才就“人情化交易与中国古代商

业发展的边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克斯说过，商业

革命是西方世界率先向近现代社会转型的起点，中西方发展分道扬镳的关键就

在于是否发生商业革命。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的划分，商

品交易分为三类：人情化交易、非人情化交易、第三方实施的非人情化交易，

且只有当人情化交易发展到第三方实施的非人情化交易的时候，才会发生商业

革命。由于中国古代长期的“重农抑商”等正式制度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

于利”等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中国古代商业长期锁定在人情化交易阶段，无法

完成向第三方实施的非人情化交易阶段的转型升级，致使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

最大化边际：即不可能发生商业革命，故此，中国古代被长期锁定在封建社会

里而难以发展、转型。 

3.中国商帮文化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陕西省秦商联合会会长刘阿津对秦商文化如数家

珍。他认为在传统社会的中国，秦商文化是用秦腔吼出来的。秦商走到哪里就



会把秦腔带到哪里，秦商的经商范围就是秦腔的流播疆域，是秦商将秦腔推广

到全国各地。由于秦晋商人酷爱秦腔，看戏观剧成为他们联络乡谊，商品交

易，调节商业矛盾的基本手段。因此，秦晋商人率先将戏楼搬进了会馆，并将

戏楼建造的华丽无比，成为商人会馆的一个显著标志，如安徽亳州山陕会馆就

称为“花戏楼”，戏楼成为会馆的主体建筑，戏楼前边的天井就是看台。四川自

贡西秦会馆的看台可以容纳上千人。他对秦商与《陕北民歌》和《山陕山曲》

有自己的见解，在陕北《信天游》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咏叹明清秦商“走西

口”，赴河套、甘陇、内蒙的生活遭遇与人生感受。如果抽去当时秦商走西口经

商的内容，陕北民歌就不会唱的那么深情凄美，委婉动人。他认为明清时期秦

商大量赴甘、青、宁推销百货，收购毛皮，而洮、岷汉族创造的《花儿》与临

夏回、汉、东乡、保安等民族创造的《花儿》是古代秦商文化的重要表现形

式。他还讲述了从 2017年 12月年开始，广泛向社会各界征集关于“新时代秦

商精神”表述语，共征集到 400多条作品，经专家学者的充分讨论研究，最后

凝练为“厚德重道、勇毅精进、融创实干、义利报国”的新时代秦商精神。他

还交流了纪录片《秦商》的拍摄情况，共花费三年多时间，赴全国 18个省市地

区，行程 3.5万公里，对秦商商号、会馆遗迹、遗存进行了实地拍摄，采访了

全国相关研究学者、专家近百位，现已完成了《秦商》专题片的创作、拍摄、

制作全部工作。 

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西安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任维哲对秦商品牌的坚持与

有效传播提出了看法。他认为秦商的称呼可以涵盖周秦至明清时期整个发展历程，

更加突出了陕西商人深厚的历史底蕴。秦商的称呼指明陕西商人的商业根据地是

三秦大地，更加强调了陕西商人的地理位置。秦商的称呼同时也点出了秦文化对

于陕西商人的影响，更加强调了陕西商人的敦厚质朴与率直坚韧。所以秦商的称

呼可以不断扩大影响力和汇拢凝聚力，更有利于秦商品牌的坚持和有效传播。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对清末民初的新式

银行发展与晋商票号的兴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清末民初的新式银行

兴起深刻地影响了山西票号的兴衰，山西票号的历史演变反映了晋商兴衰演变

历史。从金融业态的演进角度讨论，金融发展与创新过程通常包括了新金融业

态的产生、发展以及完成对旧金融业态替代的全部周期。在清末民初，上述周



期在新式银行进入市场并逐渐与票号开展竞争、最终完全替代票号的过程中得

到了明确体现。新式银行首先以外资银行的形式进入晚清中国金融市场，在甲

午战争后对晋商票号形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本国银行于十九世纪末在外资银

行的诱致作用下产生，至辛亥革命后迎来繁荣发展期，也抢占了票号的市场与

客户资源。票号的衰落固然来自于辛亥革命的冲击以及清末外资银行、本国银

行对其业务的分流，但更直接的原因是辛亥革命后的本国银行已经完全替代了

票号原有的金融功能，致使票号彻底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市场需求。新式银行对

票号的替代本质上是金融创新的必然结果，是新金融业态相对于旧金融业态的

各项制度优势在竞争中发挥作用的结果。 

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吴跃农秘书长认为，粤商、

浙商、沪商、苏商等商帮具有坚守良好的政商关系、契约原则和创造力等共

性，是商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强调这些商业规则和商业精神在当今经济全球

化进程中更要发扬光大，尤其在“一带一路”商贸畅通的国际合作中，让世界

分享到中国历史悠久的商贸文明 。 

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盐业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扬州大学副教授顾志红以

陈撰为例赞扬徽商对扬州八怪文化的赞助。他讲道在康雍乾年间，扬州盐业达到

了历史鼎峰。盐商们（大多是徽商）不惜重金建筑园林、演奏戏曲、举行诗文雅

集、搜罗古玩字画，他们成为扬州艺术发展的赞助商。因此，来自全国大批画家

转向这座富裕的城市，投奔热心艺术的赞助商。扬州八怪之一的陈撰，就是从浙

江宁波投奔扬州盐商。他的艺术馆首建在仪征项絪的玉渊堂，项氏中落后，馆又

建到程梦星的程氏筱园。晚年馆于江春的康山草堂。徽商成为陈撰的终生艺术赞

助人。 

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鲁商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杨秉强以鲁商为例就“商贸

富国”文化体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鲁商以其“官商”传统和当代“国企”

特色，是“商贸富国”坚定而自觉的追求与践行者，可以从理论学术、政策制度、

行为实践等方位形成完整形态与体系。相比之下，西方各学派在这方面也成果斐

然并有自己的优势，他们强调商贸对于各种资源力量的挖掘、激发、整合及测定

等功能作用，以严密的语言、逻辑、概念构建起了科学完备的学术学科体系，很

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福州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苏文菁发表了海商

文化具有“商联天下”内涵的见解。她以闽商为案例，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不仅

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她强调，唯有商贸交流能使多元文化主体之

间互联彼此、互通有无、共享资源、共建文明，这可以认为“商联天下”。她提

出研究闽商、海商群体、挖掘海商群体所携带的中国商贸文化至关重要。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安徽师范大学梁仁志副教授直言指出了当下的中

国商帮史研究主要处在各自为阵的问题，即主要放在区域史甚至地方史的脉络

下进行。其结果只是大体了解了诸如徽商、晋商等等某个地域商帮的面貌，但

“中国商帮”的整体面貌究竟如何？似乎又语焉不详。他认为：要想真正推动

中国商帮史研究，必须要打破地域藩篱，从总体史的视角展开，将“中国商

帮”视作一个整体，而不只是徽商、晋商等等单个地域商帮的集合体。不仅如

此，中国商帮史的研究更应放到全球史的视野下展开，这既是中国商帮足迹

“几遍宇内”的客观情况使然，也是揭示中国商帮特色的逻辑必然。 

4.中国老字号文化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隆庆祥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袁氏制衣十五代

传人袁小杰以 400多年来始终坚守的“一寸布一寸絲物尽其用、不自高不自大量

體裁衣”的“袁氏裁作”标准为证，阐述了“中华老字号生命力就是追求卓越，

止于至善，使顾客满意”的独家之言。明朝年间，隆庆祥祖上袁氏为隆庆帝曾专

制裙袍，隆庆帝为袁氏亲书“袁氏裁作”四字。清乾隆私访时，看到“袁氏裁作”

大量应用绣金、云锦等民间的工艺和材质，使服装的华贵气韵可比宫廷的技艺与

服装，遂赐书袁氏“天庆祥瑞”。现在，袁氏后人坚守“袁氏裁作”标准，传承

并发展“顶级专属”定制理念，将东方服饰特点与西服制作方式结合，创造出独

具一格的袁氏服饰设计制作技法，成为私人定制的时代典范。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祝合良教授就新时代老字号品牌

建设提出了七方面新思路：一是挖掘老字号真实性，在传承真实性核心要素基础

上寻找创新之路，加强老字号的传承与创新；二是通过产品、服务、技术、商业

模式、企业组织、体制机制、品牌要素、营销、管理等多维度加强品牌创新，提

升老字号品牌实力；三是弘扬专业与专注精神，让老字号经久不衰；四是树立品

牌联想思维，扩大老字号影响力；五是树立互联网和大数据思维，让老字号飞起



来；六是树立全球化思维，打造核心竞争力，加强全球供应链管理；七是树立人

性化思维，注重精神需求和体验，让老字号深入人心。 

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商业研究所赖阳所长对北京老

字号要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作了深入的阐述，提出老字号要“新”起来的鲜

明观点。他分析了北京老字号“贵气”和“官气”的儒商文化特征、对主流生活

方式的把握、对商品和服务最高质量标准的追求、以及构建技术壁垒等老字号文

化特征。他强调老字号要“新”起来主要在于以下几点：一是要跟上社会发展和

消费方式的变化，增强应用社会新技术再造核心竞争力的能力；二是要重视产品

和服务与消费新特点协同的变革和创新；三是以创新的理念传承经典，以传世经

典文化拓展老字号新事业。 

    5.商贸遗址遗产文化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淮阴师范学院李德楠教授以 2017 年 6 月 4 日，习

近平总书记专门就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做出的“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

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的重要批示为前提；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规划和五年行动计划，把大运河文化带作为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

示范工程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商业史学会与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合作编纂

《大运河商贸文化丛书》规划的运河贡运与宫廷消费、运河商运与民生供应、运

河商城与粮仓、运河商帮和商号、运河会馆和钞关等分卷内容。他认为，虽然漕

粮本身不是商品，但其征购和物流具有了商贸的属性，同时漕粮的运输还带动了

沿线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平衡了全国南北物资供求关系；历史古

都洛阳和北京分别是隋唐时期和元明清时期的都城，同时也是隋唐运河和京杭运

河粮运的终点，两地的大运河粮仓和老街遗址已成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具有独特

的商贸历史文化价值。他还强调了大运河沿线的商城老街、粮仓盐库、钞关榷关、

商人会馆等遗址和遗物，都活化着厚重的中国商贸历史文化。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河南经贸职业学院校长王新庆对河南是人类社会商

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华民族商文化的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宝库作了深刻

地阐述。他说河南商丘被称作“三商之源”，商族人以经商致富并建立了商王朝。

洛阳作为千年帝都，古代商业更是繁荣夺目。学会始终致力于商业历史文化研究，

围绕国家开放发展理念，准确把握商贸振兴脉搏，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政



策，促进了商贸领域的各项工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江苏商论》编辑部王波主编从中国历史上南朝商贸

与宫廷消费的史实，强调中国古代政府就有运用商贸与消费的互为因果关系发

展经济的智慧。他说古南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江南大开发时期，因是封

建时代第一个在江南建立统治政权的政府集群，经济相比北朝先进，商业更比

北朝繁盛。繁盛的商业带动了宫廷消费，庞大的宫廷消费促进了商业的繁盛。

南朝时期的繁盛商业使宫廷消费不断上新水平，在金银珠宝消费方面，南朝宫

廷将金银珠宝大量用于舆马装饰，在礼仪、建筑、酒食器、服饰中也大量使用

珠宝；其次在服装鞋帽消费方面，历史上南朝的帽子很出名，有普通百姓用

的，也有贵族甚至皇帝的专用帽子；在服装鞋袜消费方面，也是多种多样，不

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服装消费，表现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饮食消费中，酒

是常态消费，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酒用于礼仪和接待；在车马交通消费中，南

朝的金根车是皇帝的专用车，一旦这种车被权臣所用就意味着篡立，政权换

代。王波认为，南朝宋、齐、梁、陈的政府运用消费和商贸正相关规律发展社

会经济对现代经济发展仍有借鉴和启示。 

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河南省社旗县林业局张春岭主任就位于河南省西南

部的赊店古镇的商业特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历史上的“地濒赭水，北

走汴洛，南船北马，总集百货”赊店古镇的商贸文化独特，拥有横跨欧亚大陆

的万里茶道枢纽文化和山陕会馆的商人会馆文化特征，现存的遗址遗产就是一

座中国商文化博物馆。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副院长宋向清在会上

提出各省市创建商文化博物馆的倡议。他认为由互联网引发的人类社会革命已经

形成潮流之势，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在这次社会革命中，商品的迭代愈演愈烈，

且具有涉及领域广，迭代速度快，商品形态和性能变化大等特点。我们曾经使用

多年的商品正在快速的退出柜台、退出消费市场、退出家庭、退出人们的视野。

它们到哪里去了？垃圾回收站，然后被拆解、被粉碎，从此消失。加之现在垃圾

处理手段的现代化，一台精美的老式缝纫机或钟表或收录机等瞬间可以化为乌有。

然而，这些老物件和老商品是一个时代的符号，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任其消失，

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件物品，而是一段历史，一尊文化。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



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以可持续的收藏的形式保存下来，我们将永远失去它们。如此

我们将无法面对子孙和未来。由此，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后代最大的失职。

他强调中国商业史学会肩负着研究历史、保护历史、昭示未来的社会责任，对于

即将在迭代中消失的物件和商品，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动员社会力量加以保护。

各省市创建商文化博物馆刻不容缓。 

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骆欣庆对互联网发展对商

业活动的影响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未来的互联网发展会深刻地改变了人的生

活消费习性和商贸交易的形态，对传统的商贸形式和物件急需要记录和保护，保

护好未来社会需要的今天的遗存。 

6.中国商业文化的研究与弘扬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山西财经大学晋商研究院院长张亚兰教授就如何挖

掘和弘扬中国商业文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说，挖掘和弘扬中国商业文化，第

一个目的是寻根，即探寻当代商业文化与传统中华商业文化根脉体系的连接之处，

旨在构建历史与现代贯通一体的商业文化体系；第二个目的是求真。有两个方面

的含义，一是史学研究的真实不伪，二是现象背后，流通在商脉体系中的商魂，

观查它如何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演绎出不同的商贸景象；第三个目的是铸魂。即

史学研究是为铸造当代商魂而服务。我们应该为社会提供什么是商魂，怎么铸造，

铸造的形式有哪些，对富国福民的商业发展目标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等问题的答

案。 

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柴小青就法商管理理论研究如

何向中国商业史领域拓展谈出自己的构想。他说：法商管理理论强调从商业经营

规则和相关法律规则双重视角实现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法商管理作为一个新

兴的管理学派逐步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可。历史上中国商业的成功因素是什

么？我认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个“道”就是

契约精神，就是法治精神，是中国商业文化的精髓，是商业追求“效益和效率”

价值观与法律追求“公平与正义”价值观融合的结果。法商管理，其内涵是由“管

理”、“商”、“法”三个子概念构成的复合概念，其中“管理”是目的，是法商管

理概念的核心；“商”泛指营利组织的经营活动，可理解为“商事 ”，是管理的

对象；“法”指与“商事”相关的法律法规的集合。中国历史上的商业的成功，



是与契约精神、制度制衡、行为准则、商业文化等密不可分的。商业活动本质上

是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所开展的经营活动，其发展符合法商管理原理。将法商管

理研究的维度拓展至中国商业史领域，探寻中国商业发展的法商管理基因，对丰

富商业史学会的学术研究内容具有一定的意义。 

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副院长许丹雅教授就商业职业教

育弘扬中国优秀商文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她认为，弘扬以商贸富国、商联天下、

立德经商为内核的商贸文化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对于坚持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重要意义。她表示，努力推进优秀商文化进校园、

进专业、进课堂、进头脑，以专业文化与产业文化相结合，培育好商贸下一代以

商富国、以商福民的志向，坚持好商人善于整合资源的创造力，传承好立德经商

传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把好人才培养的教育大关。 

中国商业史学会理事、天津外国语大学李名梁教授交流了鲁班工坊的职教品

牌与文化输出的经验。鲁班工坊是中国职业教育“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探索，不仅能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技术交流，也带动相关产业的迅速发

展，同时也有效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川商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四川商务职业学院吴萍教授以自己对商业历史文

化教学的实践，交流了历史文化教学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价值理

念、鲜明特点、现代启示“六要素”商文化教学的思路。 

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许冠亭教授就

发挥学会的作用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分析了现行社会环境中社会学术团体生存

发展的难处，提出了社会缺乏面向社会学术团体购买服务通道，浪费了学术团

体的智库资源问题。他认为，我们己经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学

术团体的智力支持作用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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